



　　内容提要 : 唐代后期 , 一些地方长官 , 特别是南方地区的地方长官 , 自筹财力 , 投入当




条件的。所以 , 这一制度虽然在一定的吏治状况和社会环境下对南方经济发展有所促进 , 但
在晚唐随着中央集权的严重衰弱而蜕变为藩镇专擅财权 , 因而在宋初被高度中央集权的统收
统支的财政管理体制所取代。
关键词 : 唐代后期 　地方财政 　定额包干 　南方经济
一、唐朝后期地方财政支出定额包干制的建立
在中国古代财政管理体制演变史上 , 唐朝后期的地方财政管理体制具有特定意义。当
时 , 为了整顿因安史之乱而引起的中央与地方财权关系的混乱局势 , 唐中央以建中元年
(公元 780 年) 实施两税法改革为契机 , 以两税三分制 (上供、留使、留州) 为制度依据 ,
对以节度观察等地方使职长官为首的使级财政和以刺史为首的州级财政 , 在限定收入范围
及其数量的同时 , 实行“定额以给资”的财政支出定额包干管理体制。
唐中央首先对地方财政的合法收入加以限定。建中元年 (公元 780 年) 正月 , 德宗下
制实行两税法改革时 , 称 :“⋯⋯委黜陟使与诸道观察使、刺史 , 计资产作两税法。比来
新旧征科色目 , 一切停罢。两税外辄别配率 , 以枉法论。”① 同时 , 朝廷又规定 : “其黜陟
使每道定税讫 , 具当州府应税都数 , 及征纳期限 , 并支留、合送等钱物斛斗 , 分析闻奏。
并报度支、金部、仓部、比部。”② 所谓支留、合送 , 若从州级财政的角度 , 叫作上供





作上供、留使、留州。所以 , 宪宗时元稹奏称 : “自国家置两税以来 , 天下之财 , 限为三
品 , 一曰上供 , 二曰留使 , 三曰留州 , 皆量出以为入 , 定额以给资。”① 其所称“天下之
财”, 其实只是指两税收入 , 此前本属于中央财政专项收入的青苗地头钱②, 以及盐铁酒
茶等禁榷收入 , 地方财政仍然不能分享。这就从制度上把地方财政的合法收入范围限定在
两税留使额与两税留州额之内。所谓定额以给资 , 说的是唐朝中央委托黜陟使采取“以支
定收”的办法 , 确定了使级、州级财政的开支范围及其数量 , 并以此作为确定两税的留
使、留州定额的依据。可见上述德宗关于地方官员若在“两税外辄别配率 , 以枉法论”的
禁令 , 不仅仅是一项税收政策 , 还包含着建立和维护新的地方财政管理体制的用意。职此
之故 , 这一规定为后来不少皇帝所一再重申 , 例如 , 宪宗元和四年 (公元 809 年) 十二
月 , 御史中丞李夷简奏 :“诸州、使有两税外杂榷率及违敕不法事 , 请诸道盐铁转运、度
支巡院察访 , 状报台司 , 以凭闻奏。”获得宪宗批准。③ 元稹上奏宪宗也说 : “准前后制敕
及每岁旨条 : 两税留州、留使钱外 , 加率一钱一物 , 州府长吏并同枉法计赃 , 仍令出使御
史访察闻奏。”④ 穆宗即位后宣布 : “两税外加率一钱者 , 以枉法赃论。”⑤ 文宗大和三年
(公元 829 年) 十二月赦文称 : “天下除两税外 , 不得妄有科配。其擅加杂榷率 , 一切宜
停。”⑥ 凡此都带有重申限定地方财政收入范围的用意。
唐中央借实行两税三分制之机 , 对地方财政实行支出定额包干制 , 贯彻的是“超支不
补 , 结余留用”的基本原则。反映这一基本原则的典型史料不少。如关于“超支不补”,
敬宗时 , 浙西观察使李德裕奏称 , 他“唯有留使钱五十万贯 , 每年支用 , 犹欠十万贯不
足 , 常须是事节俭 , 百计填补 , 经费之中 , 未免悬欠。”⑦ 关于“结余留用”, 武宗在《加
尊号赦文》称 :“州府两税 (钱) 物斛斗 , 每年各有定额 , 征科之日 , 皆申省司 , 除上供
之外 , 留后、留州 , 任于额内方圆给用 , 纵有余羡 , 亦许州、使留备水旱。”⑧ 当然 , 如
下所述 , 这一“超支不补 , 结余留用”的基本原则形成地方财务管理的明文规定 , 仍有一
个较长的过程。
在这种地方财政管理体制下 , 唐后期的地方长官手中有了一定的财政自主权 , 他们行
使这一财权的情况 , 对唐后期的财政、经济、军事等方面均有利弊兼备的影响。例如 , 唐
中央对地方财政的军费支出实行定额包干 , 有利于限制方镇的兵力 , 一度遏止了方镇割据
势力的发展势头。但是 , 唐中央若调动方镇军队出境协助中央禁军打击骄藩叛乱 , 则必须
供给他们“出界粮”。一些方镇利用“食出界粮”制度 , 不仅给中央财政造成沉重的负担 ,




















力处理当地经济事务 , 发展当地经济建设的突出宦绩。这类在唐前期未曾看到的宦绩 , 其
出现也与地方财政支出包干制有直接关联。
二、地方长官自筹财力处理当地经济事务的史实
史料显示 , 自德宗建中年间两税法实施之后 , 称述使一级财政的掌管人 (即节度观察
等使) 和州一级财政的掌管人 (即刺史) 自筹财力处理当地经济事务 , 发展当经济建设的
政绩愈加多见。本文所谓自筹财力 , 指他们不是向中央财政要钱 , 而是在本级财政之内 ,
或者节省财政支出 , 或者动用财政结余 (时称余羡) , 或者另辟合法的财源 , 甚至拿出自
己的俸钱或私财 , 以解决处理当地经济事务所需的财力。下面略作归纳说明。
(一) 自筹财力 , 投入地方经济基本建设
必须指出 , 两税的留使定额与留州定额并没有包含用于地方经济基本建设的经费。理
由很简单 , 前已说明 , 建中元年唐中央确定各地的两税留使额与留州额时 , 采取的是“量
出以制入 , 定额以给资”的方法 , 以中央限定的支出项目与数量为根据 , 主要内容是维持
性的军政基本开支①, 并且采取定额基本不变的管理方式。而各地的基本建设如城镇、道
路、水利等在安史乱中遭受破坏程度不一 , 且未见地方政府在两税法实施之际提出修建规
划 , 因而不可能在建中元年确定两税三分制时就列入地方财政支出预算。正因为如此 , 我
们才看到唐后期各地的基本建设 , 个别项目经过申请得到中央拨款资助 , 如武宗时 , 李子
烈为钱唐令 , 上书丞相 , 请求加固钱唐江堤。“诏与钱二千万 , 筑长堤 , 以为数十年
计。”② 多数项目则是地方政府自筹资金投入的 , 尽管有些工程的兴建在事先仍须上报朝
廷批准。这方面的史实不少 , 涉及到城镇建设 , 兴修水利 , 改善交通 , 救灾 , 改建民居 ,
等等。以下依照时间顺序引证史实 , 请特别注意其资金来源。
11 自筹财力 , 进行军营、城镇、民居等土木建设
德宗建中二年 (公元 781 年) 十一月至兴元元年 (公元 784 年) , 韩洄任蜀州 (治在
今四川崇庆) 刺史③, 领四县。“蜀多火灾 ⋯⋯乃省经用之费 , 给大半之庸 , 俾其埏埴 ,
以易蓬荜 ⋯⋯”④ 大约在建中年间 , 崔　为郑州荥阳县 (治在今河南荥阳东北) 县令 ,





④ 《全唐文》卷五○七 , 权德舆《太中大夫守国子祭酒颍川县开国男赐紫金鱼袋赠户部尚书韩公行状》。
参见郁贤皓《唐刺史考全编》卷二二五 ,“蜀州”, 安徽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 第 2983 页
《全唐文》卷七五三 , 杜牧《杭州新造南亭子记》。
参见拙文《唐朝两税三分制的财政内涵试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 年第 4 期。
□□, □偿塘直 , 板筑乐就 , 程功倍多 , 云矗石坚 , 旬日而毕”①。德宗贞元五年 (公元
789 年) 十二月杜佑出任淮南节度使 (治在今江苏扬州) 之后 , 大规模地兴建军营 , 权德
舆在《杜公淮南遗爱碑铭并序》写道 : “先是营部未葺 ,  仓未完 , 介夫半寓于仁祠 , 公
聚或委于支郡。公乃虑材用 , 量事期 , 辑中权 , 规大壮 , 百堵皆作 , 三军宁宇 ⋯⋯巨廪崇
构⋯⋯连营三十二 , 积谷五十万。”② 从所谓虑材用云云 , 可知他是自筹资金。徐申约于
德宗兴元元年至贞元四年 (公元 784 —788 年) 担任韶州 (治在今广东韶关西) 刺史。到
任后他发现 ,“四十余年 , 刺史相循居于县城 , 州城与公田三百顷皆为墟 , 县令、丞尉杂
处民屋”。“乃募百姓能以力耕公田者 , 假之牛、犁、粟种与食 , 所收其半与之 ; 不假牛犁
者 , 叁分与贰。田久不理 , 草根腐地增肥 , 又连遇宜岁 , 得粟比余田亩盈若干 , 凡积粟三
万斛。”通过租佃经营公田获得大笔财政积蓄之后 , 徐申“将复筑室于州故城 , 令百工之
伎以其艺来者 , 与粟有差”。他亲自“临视给与 , 吏无所行其私 , 以故人皆便信 , 应募者
数千人。陶人不知墁而涂有余 , 圬人不板筑而墙有余 , 筑人不操斤斧而工有余。陶者、圬
者、筑者、工者各以其所能相易 , 未十旬而城郭室屋建立如初。刺史以官属迁于新城 , 县
令之下各返其室。创六驿 , 新大市 , 二道四馆 , 器用皆具”③。贞元二十年到永贞元年
(公元 804 —805 年) , 荆南节度使兼江陵尹裴均修复荆门县 (治在今湖北荆门) , “载大其
门 , 载高其墉 , 径述脉分 ,  闾架空 , 然后析便地以肥之 , 建具官以司之 , 縻羡财以偿其
力役 , 汰冗官以资其秩稍 , 田里不闻于征令 , 县官无减于岁入”④。宪宗元和二年 (公元
807 年) 春 , 韦丹为江南西道观察使 (治在今江西南昌) , “既至 , 则计口受俸钱 , 委其余
于官 , 罢八州无事之食者 , 以聚其材”。通过节省财政支出积累了一定的资金之后 , 他看
到当地百姓住的是草茨竹椽 , 易发生火灾 , 便“　人为瓦屋”, “取材于山 , 召陶工　人
陶 , 聚材瓦于场 , 度其费以为估 , 不取赢利。凡取材瓦于官 , 业定而受其偿 , 从令者免其
赋之半 ; 逃未复者 , 官与为之 ; 贫不能者 , 畀之财 , 载食与浆 , 亲往劝之。为瓦屋凡三千
七百 , 为重屋四千七百 , 民无火忧 , 暑湿则乘其高”。同时 , 韦丹还“置南北市 , 营诸军
⋯⋯为长衢 , 南北夹两营 , 东西七里 , 人去渫污气益苏”。又改建南昌县 , “徙厩于高地 ,
因其废仓大屋 , 马以不连死”⑤。文宗开成三年 (公元 838 年) 鄂岳观察使高锴出镇鄂州
(治在今湖北武昌) , 经过一年的治理 , “知民心安 , 军心雄 , 乃次视闾井、城隍有陋狭不
快人心者 , 皆开张治本”, 对鄂城市政进行大规模改建。唐人称述道 :
鄂城置在岛渚间 , 土势大凹凸 , 凸者颇险 , 凹者潴浸 , 不可久宅息 , 不可议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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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公命削凸堙凹 , 廓恢闾巷 , 修通衢 , 种嘉树 , 南北绳直 , 拔潴浸者 , 升高明 , 湖
泽瘴疠 , 勿药有愈。郡城旧制 , 陋屋骈联 , 自十二戟南直 , 土地隘塞 , 若人胸次不
开 , 将佐序宇 , 次第甚牢落 , 州佐掾署亦牢落。公正立戟间 , 指吏徒拆去陋屋 , 南抵
城墉下 , 南面北向立射侯军容佐 , 西翼东向 , 立牙门料将院 , 东翼西向立州佐六掾
院 , 长廊联轩 , 万门呀呀 ⋯⋯鄂之军实三万 , 先时营宇皆曲陋低下 , 岁有垫溺 , 师徒
患之 , 公心亦患之 ⋯⋯创新营凡一十五所 , 合三千间。①
从该文看来 , 高锴改建鄂城的经费是自筹的。宣宗大中十年至懿宗咸通元年 (公元 856 —
860 年) , 徐商为山南东道节度使 (治在今湖北襄樊) , 李骘《徐襄州碑》列举他的八大政
绩 , 包括“创造捕盗将营四百间 , 分为左右 , 中间开报点集 , 列垛置标 , 别置一亭 , 以为
教试之所”之类的军营建设②。郑吉《楚州修城南门记》记述懿宗咸通元年 (公元 860
年) 楚州 (治在今江苏淮安) 刺史李荀改建内城南门的政绩 , 称李荀赴任后 ,“始下朱　 ,
遽视城洫 , 简兵甲 , 阅卒伍 , 若不适于意者”。为了筹划建设资金 , 李荀采取多种有效的
增收节支措施。“楚人再无岁 , 负租逋谷甚多。乃去乡胥之啄害良民 , 敛赋与之缓期 , 人
戴其惠 , 征租力人入矣。得善用筹者勾稽公物之出入 , 抉负财且二百万 ; 俾军吏之敏察者
觇公田之稼 , 得将隐谩之谷不翅万斛”; 又裁减圉牧的冗员及费用 , “月省费三万”。经此
筹措 ,“藏有　财矣 , 乃完补卒伍 , 乃犀利甲兵 , 乃饫饱吏士 , 乃恢崇规制”, 包括扩建了
南门③。僖宗中和年间 , 河中节度使 (治在今山西永济西) 王重荣修建解县新城 , “五使
虽优于兼俸 , 一毫不润于私家 , 用给工徒 , 遂兴版筑”,“自中和二年十月奏请兴役 , 至明
年夏六月 , 凡计工五十万 , 城高三丈 , 周绕九里一百六十步 , 隍刳浚洫 , 堞冠层楼 , 外　
犒军之营 , 内修御敌之具 ⋯⋯”④ 中和五年 (公元 885 年) , 泗州 (治在今江苏盱眙西北)
防御使刘氏重修鼓角楼 , 以及“此楼门左右臂出廊及都厢等院凡二百余间 ⋯⋯又修孔子
庙、佛祠、道宫观、文武吏舍、灵山神宇凡数百间 ⋯⋯”并为武器库增添大量兵器 , “凡
营制悉以家私财佐用”⑤。
21 自筹资金 , 兴修水利
贞元五年 (公元 789 年) 十二月杜佑出任淮南节度使 , “潴雷陂以溉穑地酾 , 引新渠
汇于河流 , 皆省工费而宏利泽”⑥。贞元七年 (公元 791 年) , 高平县 (治在今山西高平
县) 县令明济因居民凿井饮水困难 , 决定引丹水入城 , 经郡守、节度使批准之后 , “乘井














⋯⋯”① 元和年间 , 江南西道节度使韦丹曾“筑堤　江 , 长十二里 , 疏为斗门以走潦水
⋯⋯灌陂塘五百九十八 , 得田万二千顷”②。宪宗《与韦丹诏》称 : “敕韦丹 : 窦从直至 ,
省所陈贺 ⋯⋯奏权减俸及修造陂堰并劝课种莳粟麦等事宜 , 皆合其宜 , 并依所奏。”③ 可
见韦丹兴修水利的资金是自筹 , 而且是先办后奏的。与韦丹同时 , 李素为苏州郡守 , 由于
常熟塘自贞元以来因大旱而填淤 , 经本道廉使韩皋同意 , 决定加以疏浚 , “于是参井邑之
役 , 则经费其力 , 而长洲当三之一焉。县宰李　复善供命 , 乃计功量日 ⋯⋯”④ 开成四年
(公元 839 年) , 郑复任剑南东川 (治在今四川三台) 节度使 , 使用士卒开辟新江以引导涪
水 ,“长步一千五百 , 阔十分其长之二 , 深其阔之一 , 盘堤既隆 , 旧江遂墟 , 凡得田五百
亩”。新江成 , 上报朝廷 , “有司劾其不先白 , 诏夺俸钱一月之半”⑤。既然郑复因兴役未
事先报请 , 到朝廷批准而受到罚俸 , 他兴修这一水利工程的经费当是自筹的。咸通元年
(公元 860 年) , 祁门县 (治在今安徽祁门) 县令陈甘节因阊门溪水路湍险不利于茶商往
来 , 上报太守崔氏 , 要求加以整治 , 提出“以俸钱及茶羡利充市木石之用 , 因召土客商
人、船户接助夫使 , 咸适其愿 , 无差役之患 , 无箕敛之弊”。获得批准后 , 自咸通元年夏
六月修 , 至三年春二月毕。⑥ 咸通五年 (公元 864 年) 王凝出任同州 (治在今陕西大荔)
刺史。同州“南堰坏久不能复 , 比岁旱蝗 , 关畿尤困”。王凝“思所以利人者无易于此 ,
乃省公用 , 节私费 , 僦徒赋役 , 躬亲率属”, 修复此堰⑦。鱼孟威于咸通九年 (公元 868
年) 出任桂州 (今广西桂林) 刺史 , 看到灵渠年久失修 , “堤防尽坏 , 江流且溃 , 渠道遂
浅”, 船行不便 ,“虽仰索挽肩排 , 以图寸进 , 或王命急宣 , 军储速赴 , 必征十数户 , 乃能
济一艘 ⋯⋯”他问左右 :“向时何不疏凿版筑 , 而使艰阻如是耶 ?”回答说近年来因军费开
支增加 ,“帑藏且殚 , 闾井亦蠹 , 故无以兴疏凿版筑也”。鱼孟威于是“约公费 , 积刀布 ,
召丁壮 , 导壅塞 ⋯⋯凡用五万三千余工 , 费钱五百三十余万 , 固不敢侵征赋 , 必竭其府库
也 ; 不敢役穷人 , 必伤其和气也 , 皆招求羡财 , 标求善价 , 以庸愿者”⑧。




例如 , 贞元二年至贞元五年 (公元 786 —788 年) , 尚书金部郎中王某任邓州 (治在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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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邓县) 刺史期间 , 政绩突出 , 户口增长 , 储粮增加 ,“其余饰传遽之舍 , 作栖旅之馆 ,
储什器之用 , 盖余力也”①。贞元年间 , 山南西道节度使严砺自兴州长举县 (治在今陕西
长峰县) 以西疏嘉陵江二百里 ,“通漕以馈成州戍兵”②。柳宗元在《兴州江运记》称严砺
“乃出军府之币 , 以备器用 , 即山僦功 ⋯⋯”③ 可见此次工程浩大的开山导江之费是出自
当使的经费。荆门的“观风驿 , 三十里涓滴不流 , 硗确而嵴 , 长亭短亭 , 三百余家”饮水
十分困难 , 元和九年 (公元 814 年) , 荆南节度使严绶决定在此凿井 , 并说 : “苟利于人 ,
不计藏镪。”④ 显然也是自筹资金。文宗大和二年 (公元 828 年) 闰三月 , 郑州 (治在管
城 , 今河南郑州) ) 刺史杨归厚上奏 :“当州郭下管城 , 不置在州城内 , 使命往来 , 出入非
便。伏请准汝州例 , 驿路于城西。”⑤ 得到敕旨许可之后 , “无征命 , 无夺时 , 縻羡财 , 募
游手 , 逮八月既望 , 新驿成”⑥。大和四年到大和六年 (公元 830 —832 年) , 崔郾任陕虢观
察使 , 陕州 (治在今河南三门峡市西) 地处交通要道 , “万国西走 , 陕实其冲”, 加上有
江、淮、梁、徐、许、蔡之戍兵轮防往来 , “民之供亿 , 吏须必应 , 生活之具 , 至于瓶缶
匕匙 , 常碎于四方之手”, 崔郾认为 :“此犹束炬以焚民也。”“于是节宴赏 , 截浮费 , 凡金
漆陶木丝　之用 , 悉为具之 , 可飨数千人。”⑦ 开成四年 (公元 839 年) 归融出任山南西
道节度使之后 , 鉴于驿路“欹危隘束”, 便“因年有秋 , 因府无事 , 军逸农隙 , 人思贾余 ,
乃悬垦山刊木之佣募其力 , 揆攒凿撞　之用庀其工 , 具舁辇畚插之器膺其要 ,  鼓以程
之 , 糗醪以犒之 , 说使之。令既下 , 奋行之徒坌集我之提封 , 踞右扶风 , 触剑阁 , 千一百
里 , 自散关抵褒城 , 次舍十有五 ⋯⋯自褒而南逾利州至于剑门 , 次舍十有七 ⋯⋯”⑧ 可见
新修千余里的驿路这一浩大工程所需要的雇工、工具、粮食、赏酒等各项费用 , 都是当使
自筹解决的。大中十年至咸通元年 (公元 856 —860 年) , 徐商为山南东道节度使 , 其政绩
包括在襄阳修建多处驿路 , 以地方财政充实驿路供给 , 李骘《徐襄州碑》称 : “襄阳 , 荆
鄂十道之要路 , 公私来往 , 充给实繁 , 是必率配 , 行供假借 , 办贿求利 , 岁月不堪。公乃
悉用官储 , 创置什器 , 富供给费 , 不扰齐人。”⑨ 咸通十年 (公元 869 年) , 彭州刺史吴行
曾赴任后 , 了解到“唐昌县 (治在今四川郫县西北) 中界接导江郫城 , 东西绵远 , 不啻两
舍 , 虽有村落 , 僻在荒塘。昔置邮亭 , 废毁将久 , 遂使行役者野食而泉饮 , 贸易者星往而
烛归 ⋯⋯况输役责限 , 征敛有程 , 而欲罪其稽逋者乎 ?”于是“置草市 , 因其乡名 , 便以




















笑 , 共事修营 , 不旬日而告就。今则百货咸集 , 蠢类莫遗 , 旗亭旅舍 , 翼张鳞次 , 榆杨相
接 , 桑麻渐繁”。吴行曾又“以俸钱建长亭 , 崇轩邃室 , 外厩内厨 , 帷簿精新 , 器物充足。
则往来者非止昼食而卜夜可矣”①。咸通十二年 (公元 871 年) , 王凝任商州 (治在今陕西
商县) 刺史时 ,“治赋羡银 , 例皆推估以优俸 , 公即命　月市驿驷”②。
(二) 自筹财力 , 减轻民户的赋税负担
11 代纳两税上供额
对使级、州级地方财政而言 , 两税上供额是上缴中央财政的税收任务 , 必须努力完
成。但是 , 建中元年实施两税三分制时又留下若干制度性缺陷 , 其中之一是没有规定由于
各种原因 (如发生严重自然灾害、纳税户贫穷或逃亡) 而形成的欠税 , 由哪一级财政的收
入中抵除。唐中央财政当然要求不能减少上供额 , 如开成二年 (公元 837 年) 二月唐廷规
定 :“诸州府或遇水旱 , 有欠税额 , 合供钱物斛斗”, “委州县长官 , 设法招携 , 及召户承
佃 , 其钱陆续填纳。年终后 , 具归复、填补钱物数闻奏 , 并报度支”③。地方官员有三种
处理欠税的办法 :
一是摊征于其他纳税户 , 此称摊逃。
二是要求中央财政加以减免 , 特别是当水旱之灾造成农业歉收的时候 , 所以僖宗曾抱
怨州府长官“小有水旱 , 即竞有论请 , 致朝廷事力转困”④。
三是动用地方财力甚至个人俸禄代纳欠税 , 完成上供额。如据权德舆所述 , 贞元八年
至十三年 (公元 792 —797 年) 李巽任湖南观察使 (治在今湖南长沙) , “长沙九疑 , 泽国
回远 , 征令颇繁 , 物力或屈 , 岁杪逋负 , 夫家病之 , 人未安于里落 , 程不给于公上 , 公乃
啬其经用 , 代其赋输 , 厚施已责 , 过于万数 , 得以赡助 , 使之均安”⑤。贞元十四年至十
八年 (公元 798 —802 年) , 陈皆任台州 (治在今浙江临海) 刺史 , “郡居海裔 , 作牧者率
非意中 , 苟简相循 , 取资而不躬细务 , 民亦劳止而财用不充。公赋均其征 , 用量其入 , 啬
费储羡 , 偿其宿负 ⋯⋯”⑥ 贞元十九年 (公元 803 年) , 穆赞接替崔衍任宣歙观察使 (治
在今安徽宣城) , 利用崔衍在任的财政结余 , “以钱四十二万贯代百姓税”⑦。元和四年至
五年 (公元 809 —810 年) , 卢坦任宣歙池等州都团练使 (治在今安徽宣城) , “以羡钱四十
万代税户之贫者”⑧。高承简约于元和十三年至长庆元年 (约公元 818 —821 年) 任邢州


















(治在今河北邢台) 刺史①,“值观察使责时赋急 , 承简代数百户出其租”②。穆宗元和十五
年 (公元 820 年) 四月 , 王仲舒出任江南西道观察使 , 在任期间 , 因发生水旱之灾 , “出
官钱二万贯 , 代贫户输税”③。韩愈写道 : “人遭水旱 , 赋窘 , 公曰 : ‘我且减燕乐 , 绝他
用 , 钱可足乎 ?’遂以代之。”④ 可知这笔资金是王仲舒通过节省使级财政开支筹集到的。
穆宗长庆三年至敬宗宝历元年 (公元 823 —825 年) , 湖州 (治在今浙江湖州) 刺史崔玄亮
“以聚羡财而代逋租 , 则人不困”⑤。大和三年 (公元 829 年) , 陆亘为浙东观察使 (治在
今浙江绍兴) ,“越之永嘉郡 , 城于海　 , 常陷寇境 , 集官吏廪禄之半 , 以代常赋 , 因循相
踵 , 吏返为幸。亘按举赃罪 , 表请郡守以降增给其俸 , 人皆赖之”⑥。大和四年 (公元 828
年) 正月 , 崔郾出任陕州观察使。“先是 , 陕之官人人必月　俸钱五千助输贡于京师者 ,
岁至八十万。”崔郾说 :“官人不能赡私 , 安能恤民 ? 吾不能独治 , 安可自封 ?”“即以常给
廉使杂费 , 下至于盐、酪膏薪之品 , 十去其九 , 可得八十万 , 岁为代之”。可见崔郾任使
前后 , 陕州地方长官必须设法筹集资金弥补两税上供欠税额。大和九年 (公元 835 年) 七
月崔郾改任浙江西道观察使 , “于是料民等第 , 籍地沃瘠 , 均其征赋 , 一其徭役 , 经费、
宴赏 , 约事裁节。民有宿逋不可减于上供者 , 必代而输之”⑦。武宗会昌四年 (公元 844




德宗贞元年间 , 韦皋任剑南西川节度使 (治在今四川成都) , 治蜀二十一年 , “务私其民 ,
列州互除租 , 凡三岁一复”⑨。权德舆称述贞元年间湖南观察使李巽的政绩之一在于 : “大
凡都府岁杪 , 使刻深吏周行支郡 , 钩摭泉货 , 二千石不相聊生 ⋯⋯公至 ⋯⋯至有经用之
羡 , 使郡自为理 , 得以蠲乏用 , 补庸亡 , 府无私焉。”λυ 就是说 , 李巽让属州的刺史留有
一定的财政结余 , 得以蠲免两税户逃亡而形成的欠税。元和六年至七年 (公元 812 —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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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7 年) , 孔　为岭南节度使 (治在今广州) , “约以取足 , 境内诸州负钱至二百万 , 悉放
不收”①。宝历元年至大和三年 (公元 825 —829 年) 李听任义成节度使 (治在今河南滑县
东) , “蠲免逋欠”②。显然 , 地方长官之所以能自行蠲免两税 , 必须具有两个财政前提 ,
一是完成了上供额 , 二是地方财政支出可以维持。
此外 , 地方官员自筹财力还见用于其他地方财政支出项目。有用于修复官府食堂的 ,
如　　县 (治在今陕西周至县) 的官府食堂因安史之乱的破坏长期停办 , 贞元十八年 (公
元 802 年) , 县主簿某“病之 , 于是且掌工役之任 , 俾复其邑居 , 廪库既成 , 学校既修 ,
取其余材 , 以构斯堂 ⋯⋯得羡财可以为食本 , 月权其赢 , 羞膳以充”③。咸通元年 (公元
860 年) 楚州刺史李荀自筹财力复办了能供给 370 名官吏的官府食堂。④ 有用于兴办学校
的 , 如宪宗时 , 韩愈《潮州 (治在今广东潮安) 请置乡校牒》称 : “刺史出已俸百千 , 以
为举本 , 收其赢余 , 以给学生厨馔。”⑤ 有补充地方军费的 , 如《唐国史补》卷上载 : 贞
元年间 ,“汴州 (治在今河南开封) 相国寺 , 言佛有流汗。节帅刘玄佐遽命驾 , 自持金帛
以施之 , 日中 , 其妻子亦至。明日 , 复起输斋梵。由是将吏商贾 , 奔走道路 , 惟恐输货不
及。乃令官为簿书 , 籍其所入。十日乃闭寺门 , 曰 :‘佛汗止矣 !’所入盖巨万计 , 悉以赡
军。”大和年间 , 李听为义成节度使 ,“日者水旱无备 , 帑藏不充 , 兵食有菽麦之杂 , 军装
乏缯纩之制”, 李听“省溢员之职 , 罢冗贸之徒 , 收散坠之羡财 , 减浮靡之甚费 , 用此惠
济 , 沛然有余”⑥。大中二年 (公元 848 年) 护军大夫梁承　镇寿州 (治在今安徽寿春) ,
出卖废寺之材 ,“得钱六十万 , 置楼邸于旗亭之冲 , 岁收其利以助用。摭拾其余货 , 以创
军营二所 ⋯⋯量其有无 , 节费就省 , 减私储而足食 , 添月俸而酬工 , 率己俭身 , 乃著成
绩”⑦。有用于军费、赈灾等支出的 , 如唐人称述高承简于长庆三年至宝历元年 (公元
821 —825 年) 任义成军节度使 ,“字疲人 , 抚三军若治身疾 , 如理家事 , 公用不足 , 则舍
私财以继之 ; 饥人无告则散清俸以赈之”⑧。
三、唐中央制定的相关财务制度及其意义
从上引资料可以看出 , 地方长官自筹财力用于处理地方经济事务的现象 , 在德宗、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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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 , 孔　任岭南节度使 ,“既至 , 免属州逋负十八万缗、米八万斛、黄金税岁八百两”。
宗两朝 40 年间颇为多见 , 并且受到私家撰著的碑铭、文章的交口称赞。不过 , 唐朝中央
对此却长期未从考课制度或财政制度等方面作出规范。从唐后期官员考课内容来看 , 地方
官员的此类行为很难列入表彰范围 , 因为据陆贽所说 : “廉使奏课 , 会府考功 , 但守常规
不稽时变 , 其所以为长吏之能者 , 大约在于四科 , 一曰户口增加 , 二曰田野垦辟 , 三曰税
钱长数 , 四曰征办先期。”① 上述以地方财力投入经济建设或减轻赋税的事迹 , 显然不在
“四科”之列。从财务管理制度上看 , 元和二年 (公元 807 年) 正月宪宗下令 : “如刺史于
留州数内妄有减削 , 及非理破使 , 委观察使风闻按举 , 必当料加量贬 , 以诫列城。”② 这
说明朝廷试图对刺史的财政支出自主权加以限制。然而 , 何谓“妄有减削 , 非理破使”?
朝廷却未作出规定。有些地方长官因动用地方财政资金而受到监察官员的弹劾。如元和十
二年 (公元 817 年) , 监察御史韦楚材弹劾“河中观察使赵宗儒擅用贮备凶荒羡余钱及赃
罚钱米 , 数至八万”。宪宗派监察御史崔鄯复查 , 崔鄯认为 : “宗儒以行营军用 , 且有诏
命 , 三州分数不同 , 敕赵宗儒取晋、绛等州钱物 , 事皆有由。水旱钱减 , 亦为明据”。结
果 , 赵宗儒被无罪释放 , 韦楚材因弹劾不实遭贬官。③ 当时 , 皇甫　上书宪宗 , 反对中央
通过接纳方镇进奉的形式调取地方财政结余 , 并主张对节度观察等使动用使级财政结余的
权限作出明文规定。他建议 :“凡诸州府必有羡余 , 不归之王廷 , 必没于私室。伏请每使
当罢 , 必上其数而谨其收 , 水旱之不虞 , 疾疫之不期 , 以振罢羸 , 以代蠲免 ; 军旅之事 ,
工役之用 , 以给其费 , 以供其需。居常之岁 , 闭藏送待 , 无敢散泄而干刑司。”④ 但未被
采纳。可见直到宪宗时 , 地方长官自筹财力投入当地经济建设的行为 , 虽然是两税三分制
赋予他们一定的财政支出自主权的反映 , 但尚未得到中央的正式认可。
到穆宗时 , 朝廷开始考虑制定相关的财务制度。长庆元年 (公元 821 年) 六月 , 负责
财务审计的比部上奏称 :
准制 : 诸道年终句帐 , 宜依承前敕例。如闻近日刺史留州数内妄有减削、非理破
使者 , 委观察使风闻按举 , 必重加科贬 , 以诫削减者。其诸州府仍请各委录事参军 ,
每年据留州定额钱物数 , 破使去处 , 及支使外余剩见在钱物 , 各具色目 , 分明造帐。
依格限申比部。准常限 , 每限五月三十日都结奏。旨下之后 , 更送户部。若违限及隐
漏不申 , 录事参军及本判官并牒吏部使阙。
这份奏书得到穆宗的批准。⑤ 此后穆宗长庆四年二月的一份制书又加重申。不过 , 此时比
部也只是要求州刺史“各具色目 , 分明造帐”, 至于哪些开支“色目”是合法的 , 仍未言
明 , 不具备可操作性。直到文宗大和三年 (公元 829 年) , 此事才有实质性的进展。当年













作为。同年十一月十八日 , 文宗在《南郊赦文》指出 :“天下州府两税占留钱 , 每年支用 ,
各有定额 , 其回残羡余 , 准前后赦文 , 许允诸色公用。长庆四年二月三日制亦具言。缘无
分明条件可使执守 , 刺史每被举按 , 即以坐赃论。须为立程 , 俾无甚弊。”② 不过 , 又拖
延至次年九月 , 比部终于制定出具体方案 , 经文宗批准后执行。比部奏称 :
准大和三年十一月十八日赦文 , 天下州府两税 , 占留、支用有定额 , 其残欠、羡
余钱物 , 并合明立条件 , 散下诸州府者。伏以德泽宏深 , 优裕郡国 , 申明旧敕 , 晓示
新规 , 使其政有准绳 , 法无差缪 , 实天下幸甚。又诸州应有城郭 , 及公廨屋宇、器
械、舟车、什物等合建立修理 , 须创制添换。又当州或属将校所由 , 有巡检非违、追
捕盗贼 , 须行赏劝 , 合给程粮者。又当州或百姓贫穷 , 纳税不逮 , 须矜放要添货额
者。又当州遇年谷丰熟 , 要收籴贮 , 备以防灾歉者。③
从上引资料来看 , 地方长官动用财政结余用于地方经济建设的范围 , 实际上比比部规






由于史籍传载的缺漏或表述不明显 , 以及本人所见有限 , 本文第二部分引证的资料肯
定是不完备的。例如 , 史籍有关唐后期地方长官在任内修建水利、开通驿路等的其他记载
还有一些 , 因未言及建设资金来源 , 本文暂不引为佐证 , 但是可以推断其中仍有地方官员
自筹资金的。如上述高平县令明济自筹财力引水入城的事迹 , 《新唐书》卷三九《地理志
三》记载为 :“高平 (注云 : 有泫水 , 一曰丹水 , 贞元元年 , 令明济引入城 , 号甘泉。)”
上述韦丹自筹财力兴修水利的事迹 , 《新唐书》卷四一《地理志五》记载为 : “洪州豫章
郡 , 南昌 , 元和三年 , 刺史韦丹开南塘斗门以节江水 , 开陂塘以溉田。”都省略了自筹资
金的事迹。同样 , 上引严砺辟江“通漕以馈成州戍兵”之事 , 《新唐书》卷四 ○《地理志
四》的记载也未述及其自筹资金。因此 , 根据《新唐书·地理志》的这种笔法 , 该志还有
其他一些记载很可能也属地方官员自筹财力之例 , 如《新唐书》卷四一《地理志五》载 :
“湖州吴兴郡 , 东南二十五里有陵波塘 , 宝历中刺史崔玄亮开。”联系上述崔玄亮任湖州刺
史自筹财力代民纳税的政绩 , 完全可以推断这一水利工程的资金也是他自筹解决的。类似






的记载还有一些。不过 , 为了避免争议 , 本文暂不引证此类带有推测性的例子。
尽管如此 , 我认为本文第二部分直接引证的共 41 个地方官员 (以所任职官为据) , 自
筹财力投入当地经济建设的事例 , 仍然具有二点统计分析的价值。
第一 , 关于自筹财力进行当地经济建设的地方长官级别的区分及其意义。
经统计 , 这 41 个事例中 , 县一级官员有 4 例 , 占 917 % ; 州刺史有 14 例 , 占 3412 % ;




因此 , 使、州两级地方官员的政治品质与行政能力如何 , 直接决定着地方财政结余的
使用状况与经济效益。我曾撰文指出 , 唐后期的德、宪二朝 , 皇帝通过鼓励甚至索取地方
官员 (主要是使级长官) “进奉”钱物的形式 , 调取地方财政资金以补充中央财力。① 在
这种政治形势之下 , 有些地方官员就把地方财政结余更多地用于进奉 , 以谋求个人仕途的
通达。此时如果地方官员能用地方财政结余或者另筹合法财力处理当地经济问题 , 就更难
能可贵了。正如《新唐书》卷一六四《崔衍传》所称 : “先是 , 天下以进奉结主恩 , 州藏
耗竭 , 韦皋、刘赞、裴肃为之倡。赞死 , 衍代之。旧贡金锡凡十八品 , 皆倍直市于州 , 民
匮 , 多逃去 , 至 , 蠲革之。居十年 , 啬用度 , 府库充衍。及穆赞代州 , 以钱四十万缗假民
赋 , 故虽旱 , 人不流捐 , 由衍蓄积有素也。”穆赞的恤民政绩是建立在前任崔衍的廉政基
础之上的。所以 , 本文所能征引的资料有限 , 当也受限于唐后期吏治的客观事实 , 即尽管
唐后期地方财政实行支出定额包干制 , 穆宗时还制定了面向全国的合法使用地方财政结余
的财务管理制度 , 但是 , 能够利用这一财政制度造福地方经济的勤政、廉洁的地方官员毕
竟不多。这与唐后期吏治状况趋于败坏的政治形势也是相对应的。
第二 , 关于地方长官自筹财力处理当地经济事务的地区性与阶段性差异及其原因。
经统计 , 这 41 个事例中 , 从地区来看 , 有 16 个事例发生在北方 , 多数发生在南方地
区 , 涉及剑南东川、山南东道、淮南、荆南、江西、鄂岳、湖南、宣歙、浙东、浙西、岭
南等道或藩镇。从时间来看 , 只有 7 例发生在晚唐懿宗、僖宗时期 , 大多数发生在中唐的
德宗到宣宗时期。造成这种地区性与阶段性差异的原因 , 主要在于中唐南方地区使、州两
级地方政权所处的特定政治环境和军事地位。还在 20 世纪 60 年代 , 王寿南在《唐代藩镇
与中央关系之研究》就把藩镇与中央的关系分为叛逆、跋扈、恭顺三类列表加以统计 , 指





③ 参见胡戟等主编《二十世纪唐研究·政治卷》第一章“藩镇的分类”,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 第 55
页。
台湾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会 1969 年版 , 第 41 —51 页、第 54 页。
《论唐代方镇“进奉”》,《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5 年第 1 期。
从地方财政支出的角度看 , 由于中唐时期南方地区的方镇通常是既不想增强兵力以与中央
对抗 , 一般也无须承担防御或对抗强藩的军事任务 , 因此养兵之费和战费不成其为地方财
政支出的沉重负担 , 这就使地方长官有可能把财政结余更多地用于当地经济建设。加上 ,
南方长期安定的社会环境 , 也使一些廉政、勤政的地方长官有较多的精力用于处理当地经
济事务 , 关注地方经济建设。
由上可见 , 唐后期地方财政支出定额包干制在实施过程中 , 客观上调动了部分地方长
官利用财政支出自主权发展当地经济的积极性 , 特别是对中晚唐南方经济的发展有所促
进。
不过 , 应当看到 , 唐后期地方财政支出定额包干制只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它是
唐中央出于对安史乱后发展起来的地方军事割据势力既想遏制却又不得不有所让步的政治
意图 , 在中央集权削弱之际采取的一种带有权宜性质的财政管理体制 , 也是唐后期中央财
政自顾不暇 , 无力顾及地方财政需求的反映。所以不宜把它视为是唐中央出于发展地方经
济的愿望而有意识地赋予地方长官以较多的财政自主权的结果。
因此 , 这一制度虽然在一定的吏治状况和社会环境下对南方经济发展有所促进 , 但它
必须以中央集权与地方割据势力的矛盾斗争处于相对稳定阶段为必要条件。到晚唐 , 随着
中央集权的严重削弱 , 这一制度必然蜕变为方镇专擅财赋。北宋建立之后 , 宋太祖为了重
建中央集权 , 实行统收统支的财政管理体制 , 彻底废止了地方财政支出定额包干制。
附识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01BZS012《唐宋制度变迁与地方政府经济职能
演变》的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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